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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身份对抗走向话语共谋
———数字媒介对电影批评主体建构及其话语策略的影响

周　 旭

摘　 要:数字媒介不仅为电影批评提供了新的传播环境和书写模式,也给电影批评主

体的身份建构和言说方式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一方面,赛博空间里的匿名性书写赋予了大

众影评人前所未有的言说权利,使电影批评真正进入到众声喧哗的杂语时代;另一方面,曾
经居于电影批评场域高位的专家学者为了捍卫自己的话语权利,不得不放弃“立法者”的身

份,开始尝试“数字化”的电影批评写作。 如是,无论是专家批评还是大众批评,他们都需要

重新审视自己的批评立场和话语策略,从身份对抗走向话语共谋,以适应“数字化”生存的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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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介的出现不仅改变了电影批评的传播方式和言说空间,也使得电影批评的主体发生了前

所未有的变化。 首先,传统影评的主体基本上是由学院派知识分子和电影从业者构成,而在“电脑书

写”的影响下,大众影迷则成了电影批评的重要力量,电影批评真正进入众声喧哗的杂语时代。 其

次,在数字媒介构建的赛博空间里,电影批评主体的身份失去了稳定性,专家学者不得不放弃“立法

者”的身份,与大众影评人进行新一轮的话语权争夺。 此外,数字媒介对电影批评主体的影响更多表

现在言语行为层面,亦即数字媒介交流搅乱了电影批评主体与电影批评文本以及读者之间的关系。
因而,笔者运用媒介话语批评的相关方法,对电影批评主体身份的建构、电影批评主体数字化生存的

话语策略等问题展开论述,以期深刻地揭示出数字媒介给电影批评主体带来的种种影响。

一、寻找“肉身”:“电脑书写”与电影批评主体建构

电影批评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活动,其主体建构自然与媒介环境密不可分。 关于媒介的主体建构

功能,有研究者指出:“媒介的主体建构是一种包含讯息形成、表述和使用的‘话语’实践,并通过秩

序、知识、权力三个切口层层深入,勾勒出媒介的主体建构过程。” [1] 虽然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普适

性,但在不同的媒介环境里,主体的位置以及建构方式是不尽相同的。 如波斯特所言:“印刷文字把

主体构建为理性的自律自我,构建成文化的可靠阐释者,而电视语言则代替了说话人群,从根本上瓦

解了理性自我所必需的话语自指性,加之电视语言是无语境、独自式、自指性的,这便诱使接受者对

自我构建过程抱有游戏态度,在话语方式不同的‘会话’中,不断地重塑自己。” [2] 的确,由于报纸、杂
志等传统纸媒的语言结构是“极少数传播者自说自话的‘无回应的言语’”,所以,在电影批评主体那

里,“这种媒介话语体制是单向度的传媒在建构单向度的‘他律主体’”。[3] 譬如在十七年电影时期,
电影创作、电影批评被视为革命工作的一部分,电影媒介基本上成了政治话语的传播工具。 关于电

影创作,史东山在《目前电影艺术的作法》中有比较直接的描述:“在当前现实情势中,我们首先需要

在多方面为工农兵的利益而斗争,要以保卫工农兵的利益为大前提,来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才是



工农兵低最忠实的勤务兵。” [4]陈荒煤也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之所以有力,首先在于它为劳动

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 [5]而这一时期的电影批评主体则主要由行政官员和专家构成,也即有学

者提出的“政工派”和“专家派”。 其中,“政工派强调‘坚持方向’及阶级斗争,给电影创作划禁区,提
倡什么‘大写十三年’‘片片工农兵、部部满堂红’之类的革命口号,搞运动,搞批判,使创作的路子越

走越窄。 专家派则讲‘艺术规律’,讲团结,讲创作实践,认为‘路子还是宽一些好,题材范围还是广

一些好,风格样式还是多样化才好’”。[6]与“政工派”相比,“专家派”比较强调在电影创作、电影批评

的实践中要尊重艺术规律和电影题材的多元化,但面对“政工派”的盛气凌人,特别是《武训传》遭受

政治批判之后,电影批评便失去了自律性,时而沦为政治的筹码,时而又成了罪恶的渊薮。 如此观

之,无论是“政工派”还是“专家派”,他们终究像“桀骜不驯的孙悟空先是做了唐僧的门徒,然后被收

入‘西天’编制一样”,都要“受到意识形态的统一要求、受到通律性的限制” [7] 。 所以,在电影创作和

媒介话语机制高度集权化的社会文化背景里,电影批评通常处于缺席或噤声的状态,而电影批评主

体则是政治话语和媒介话语共同建构的、单向度的“他律主体”。
无须赘言,主体建构与信息传播方式密切相关,不同的传播方式会促使主体随着语言机制的改

变而进行重新建构。 在口头传播阶段,“主体是社会化的,个人处在一个熟悉的小社群之中,个体处

在各种亲密关系的结构之中;在印刷传播阶段,主体身份脱离了交流现场,书写行为本身成为建构主

体的方式;在电子传播阶段,语言的使用基本上与电子书写者的传记身份相脱离,身份以及主体在电

子交流网络中消散了”。[8]事实上,与口头语言、印刷文字的运作方式不同,“电脑书写”不但把书写

领域扩张了,还给书写主体带来了多个层面的影响,具体如波斯特所述:“其一,它们引入了对身份进

行游戏的种种新可能;其二,它们消除了性别线索,使交流非性别化;其三,它们使关系中的现存等级

制失去稳定性,并根据以前并不相关的标准将交流重新等级化;其四,首要的是它们消解了主体,使
它从时间和空间上脱离了原位”。[2] 的确,在面对面言说的口头传播时代,“‘红口白牙’的颜面和直

接到场的身体都是人类交往的道德器官,是个体身份和名分的直接载体”,印刷媒介时代的交流则进

入了一种“没皮没脸、无形无象的身体缺席的交流”。[3] 而进入数字媒介时代后,电话、电视、电脑等

逐渐融合成为多功能一体化的“智能媒介”,信息传播者和接受者、信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身份变得

模糊难辨,互动性的信息传播方式不但促成媒介话语秩序的重构,还使得“人们所熟知的现代主体被

置换成一个多重的、撒播的和去中心化的主体,并被不断质询为一种不稳定的身份”。[9] 由此,“电脑

书写”是一种无“肉身”的写作,它被抽离了社会交往的现场,致使主体身份变成了想象性的。 在“界
面”代替“脸面”的交流中,漂浮着的主体被悬置于客观性的种种不同位置之间,不同的构型使主体

伴随交流情景的不确定性,而相应地被一再重新建构。 作为被“电脑书写” “腹语化”和“碎片化”后
的新主体,是一种无性别、去族性、超阶层的人机相结合的“共同体”,是被电脑数字技术篡改和变了

性的“赛博人”。 简言之,数字媒介对主体建构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电脑书写直接

将自己呈现为一个他者,一个与己相异的人” [8] ;另一方面,由于“电脑书写”的非物质性、匿名性,及
其对稳定性身份的颠覆,这不仅可以使交流主体隐蔽在一个超越责任感的位置上,进行自由交流,还
能够为许多交流者“提供一种显而易见的缓刑,使他们暂时不必踏入理性的囚车”。[2]如是观之,电影

批评作为一种特殊的写作活动,在置身“数字化”的媒介传播环境之时,其主体特性自然会发生新的

变化,这主要呈现为:
第一,数字媒介不但为电影批评主体的大众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话语空间———赛博空间,还促使

电影批评写作朝着“民间写作”的方向发展。 我们知道,从莎草纸到互联网,传播工具的改变是“写
作自由”不断得到解放的重要原因。 在纸媒时代,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电影批评主体大多是行政官

员、知识分子、电影从业者,而赛博空间是一个没有围墙、没有“把关人”看守的空间,任何人“都可以

在这里随意来往歇息,交流谈论;这里没有中心,没有制高点,它是众多中心与边缘的交汇,它也许将

被规范化但绝不会被体制化”。[10]与传统电影批评的精英姿态不同,数字媒介打破了少数人拥有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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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话语权的既定格局,使民间记忆重新从潜意识深处燃起。 于是,民间话语在电影批评场域里疯狂

滋长,精英化的作者面孔逐渐消失,大众影迷成为电影批评主体的新生力量。 另外,对于活跃在赛博

广场的影评人来说,他们的写作动机已不再是单纯地抒发自己的情感,而是通过制造文本点击率,乃
至轰动效应来达到写作权益的最大化,所以,他们必须深谙广大民众的喜好与趣味,创作适合民间需

求的“大众文本”。
第二,数字媒介让电影批评主体成为“自由人”,享有对影评人身份进行游戏的种种新的可能。

数字媒介既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也解构了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的概念,并形成了以传播信

息为中心的跨地域、跨国界、跨文化的全新传播方式。 对于电影批评而言,这种新的信息传播方式,
拆除了电影批评发表的门槛,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影评人,以影评者的身份和话语姿态在赛博广场上

自由言说。 再者,没有“门槛”本身就是电影批评写作的一个重大改变,因为传统电影批评的主体往

往是精英化、专业化的,一个人要成为电影批评家需要经过体制、权威的认证,而数字媒介时代的电

影批评向大众敞开了,“写作越来越成为一种个人爱好而不是某种由体制化的所谓‘权威’钦定的

‘特权’”。[10]我们知道,传统的“作者”概念是纸质媒介时代的产物,纸质媒介在文化认知和社会空

间上保障了作者身份,而数字媒介创造的赛博空间却为“作者”身份的虚拟化提供了技术环境。 所

以,那些游走于赛博广场的影评人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电影批评家了,而是乘“虚”而入的“三无”
(无身份、无性别、无年龄)游民。 即便很多影评人成名后,他们大多也不愿向外透露自己的个人信

息,因为这种匿名性的影评写作,可以让批评者成为“自由人”,真正进入一种个性化、狂欢化的写作

状态。 如著名作家张抗抗所描述的那样:“无论大鱼小鱼,在网络世界里自由漫步,发问与应答、痛苦

与欢乐,都是悄然无声。 岸上的人听不见他们发言,他们的话是说给自己和朋友们听的。 那些声音

发自孤寂的内心深处,在浩渺的空间寻找遥远的回声。 网络写作者的初衷也许仅仅只是为了诉说,
他(她)们只忠实于个人的认知,鄙视名誉欲求和利益企图———这是最重要的和最宝贵的。” [11] 此外,
赛博空间是一个自由交往的空间,它不但打破了传统电影批评那种固定和封闭的书写模式,而且在

很大程度上消弭了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界限,使电影批评主体具有获得多种身份的可能性———人人都

可以集作者和读者于一身。
第三,赛博空间的电影批评写作,是一种“无肉身”“去性别”“超阶层”的后现代写作。 在后现代

写作状态下,主体通常感觉不到自我的存在,俨然一个去中心化的主体,一个没有“肉身”和任何身份

的主体。 换言之,后现代写作的主体是“零散的,碎片化的,主观感性、主体能动性和创造性消失,主
体意向性被悬置” [12] 。 但是,写作主体又不应该被完全抛弃,而应该“探究它的功能、它对话语的介

入,以及它的从属系统” [13] 。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与信息社会紧密相连的后现代写作,“在突出‘谁
在写’的焦点转换中,重新评估‘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体现出其弥合精英与大众、作者和读者

以及诸文类之间鸿沟的潜在意图” [10] 。 “电脑书写”之所以被视为一种后现代写作,主要是由于数字

化作品将作者与文本分离开来,任何人都可以自行转换文本———“不是仅通过他(她)的想法或者一

些旁注,而是加诸文本自身从而改换成另一文本加以传播” [14] ,原作者的“肉身”无处可寻,真正填平

了精英与大众、作者和读者之间的鸿沟。 较之传统电影批评,数字媒介不仅改变了电影批评“怎样

写”的规则,还建构了电影批评的主体。 在赛博空间里,影评人通常都戴着面具,大多不愿以真面目

示人,或许他们是为了享受那种卸下沉重“肉身”的清爽和自由,又或者是他们深知赛博广场上的言

说规则———文本结构的不确定性,所谓的性别、阶层等身份都是不在场的。
概言之,“电脑书写”会使写作的主体失去稳定性,因为“电脑书写”便于文本再加工和再传播。

并且,在这种文本创建机制下,集体作者必然取代作者个体,作者的身份在电子交流网络及电脑存储

系统中消散了。 因而,对于进入“电脑书写”之后的电影批评来说,不仅仅是“写作场景从纸、笔或打

字机转换成全球联网的计算机,这一转换还使得我们再次明确作者已从文本的中心落到边缘,从意

义本源变为意义提供者” [14] 。 基于此,电影批评的主体开始熵变成一个“腹语化” “碎片化” “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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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以及缺乏稳定性的新主体,并且性别、族群、阶层、地域等再也不是区分主体身份的标签和尺

码了。

二、身份对抗:“立法者”“阐释者”与言说的权力

赛博空间作为一个虚拟的交往空间,它不但给电影批评提供了一个新的话语平台,还改变了电

影批评主体的言说身份,“以前的批评家仿佛是在走街串巷的货郎,告诉生活在村子里的我们外面的

世界是怎样的。 他们又像牧师,在传教布道,我们仰望着,他们神圣的光辉代表着来自天国的上帝的

意志” [15] 。 而进入赛博广场后,电影批评家的“立法者”身份受到了强烈冲击,人们反而更容易被那

些离经叛道的言辞所吸引,瞬间,大众影评成了人们凝视的焦点。 事实上,电影批评主体身份的转变

是批评家“立法者”身份遭遇困境的一个缩影,这既反映出了批评专家那种“自恋式人格想象”与追

求“精神领袖”之间的裂隙,也是“现代性的立法者理念与数字媒介所带来的话语权的释放、价值观

的多元,与消解等级和中心的后现代氛围之间的深刻悖论”。[16] 如此,以学院派知识分子和电影从业

者为主体的专家批评陷入了身份分裂的痛苦与矛盾之中,他们惧怕失去“立法者”的身份,却又想逃

离“无人倾听”的尴尬处境。
在齐格蒙·鲍曼看来,“立法者”角色这一隐喻是对现代型知识分子话语权利的最佳描述,因为

“立法者角色由对权威性话语的建构活动构成,这种权威性话语对争执不下的意见纠纷做出仲裁与

抉择,并最终决定哪些意见是正确的和应该被遵守的” [17] 。 当然,知识分子之所以有更多机会和权

力来获取知识,应归功于程序性规则,这些程序性规则既是获得真理的重要保障,也是道德价值判断

和艺术趣味选择的有效依据。 所以,就纸质媒介语境中的电影批评家而言,他们就是电影的“立法

者”,他们在电影的理解和欣赏方面往往要优于普通电影观众,他们的思想主张和批评观念甚至能引

领电影创作的发展方向。 譬如在 20 世纪 30 年代,随着民族矛盾的激化,以夏衍、王尘无、石凌鹤、鲁
思、徐怀沙等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于 1932 年 7 月成立了“影评人小组”,旨在通过电影批评来影响

当时的电影创作。 在左翼电影批评以及左翼文艺思潮的影响下,仅 1933 年就创作了《城市之夜》《狂
流》《都会的早晨》《女性的呐喊》《脂粉市场》等 18 部左翼电影。 其中,直接以反帝为题材的作品有

《小玩意》《香草美人》《春蚕》《天明》《挣扎》等;反对封建体制的作品有《狂流》 《铁板红泪录》等;暴
露女性问题的作品有《女性的呐喊》《母性之光》 《脂粉市场》等。 此外,1933 年还产生了一些虽未进

入左翼电影范畴,但思想具有明显进步倾向的影片,如明星公司的《道德宝鉴》 《琵琶春怨》 《现代一

女性》《健美之路》等作品,天一公司的《孽海双鸳》《苦儿流浪记》《生机》《吉地》等。 概言之,这一时

期以左翼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电影批评实质上是把电影看作一种思想启蒙的工具,并寄希望“通过电

影批评来牵引中国电影的左转,推动中国电影的大众化,进而双管齐下促进民众的觉醒” [18] 。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随着整个社会文化的转型,娱乐片创作才开始回潮。 但由于当时大多数电影工作

者、电影理论家在观念上还未做好迎接电影娱乐化的准备。 所以,娱乐片创作在某种程度上仍处于

被噤声的境地,诸如电影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不能把票房价值放在首位,而应该帮助观众、
特别是青少年们认识生活,提高审美趣味” [19]的声音不绝于耳。 但为了遏制不断流失的观众和走出

中国电影发展的市场困境,从 1980 年前后开始,中国电影迎来了三次娱乐片创作高潮。 一般认为,
第一次娱乐片高潮是以 1980 年的《神秘的大佛》和 1983 年的《武当》 《武林志》为主要代表;第二次

娱乐片高潮以 1985 年的《神鞭》和 1986 年的《峨眉飞盗》为主要标志;第三次娱乐片高潮则是以

1987 年的《金镖黄天霸》《翡翠麻将》 《最后的疯狂》 《黄河大侠》 《东陵大盗》,以及 1988 年的《银蛇

谋杀案》《疯狂的代价》《杀手情》《摇滚青年》等为代表,此次娱乐片创作高潮一直持续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 这三次娱乐片创作高潮虽然对中国电影走上商业化发展之路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它们

“几乎都是在电影面临困境、万般无奈中的一次次奋起拼搏,且前两次均未获得应有的支持和重

视” [20] 。 唯有在第三次娱乐片创作高潮来临之际,电影理论界和批评界才开始自觉地正视中国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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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现实困境,掀起了一场场声势浩大的娱乐片讨论。 在这股讨论洪流中,首要的便是从观念上

为娱乐片“正名”“立法”,如邵牧君认为:“电影和其他艺术不一样,它作为一种成本昂贵的艺术商

品,必须把娱乐功能放在第一位,必须通过娱乐来发挥其认识功能,在娱乐中获得审美享受。” [21] 同

样,饶曙光也指出,“电影文化的主流是娱乐电影”,就电影的文化职能而言,它主要“通过满足人们

的感觉、感性,使一切属人的感觉和特性得到彻底解放,促使人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22] 。 此外,
比较有影响力的文章还有陈昊苏的《关于娱乐片主体论及其他》、邵牧君的《中国当代娱乐片问题驳

议》、贾磊磊的《皈依与禁忌:娱乐片的双重抉择》、王云缦的《娱乐片五题》、花建的《游戏中的生存与

选择———娱乐片本质探论》等,其中陈昊苏的《关于娱乐片主体论及其他》一文,非常明确地提出了

“娱乐片主体论”的具体根据。 虽然陈昊苏有着“电影部长”的政治身份,但其“娱乐片主体论”的观

点却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冲击,与知识分子话语一道成为推动 20 世纪 80 年代娱乐片发展的重要力

量。 当然,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除了娱乐片之争,中国电影理论界先后展开过电影与戏剧、电影的文

学性、电影语言现代化、电影民族化、西部电影、谢晋电影模式等问题的学术性争辩,涌现出了诸如

《丢掉戏剧的拐杖》《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电影文学与电影特性问题》《“影戏”理论历史溯源》 《谢
晋电影模式的缺陷》等一大批学理性、知识性极强的文章。 毫不夸张地说,20 世纪 80 年代是中国电

影批评表现得最活跃、成果最丰硕的年代,是一个“‘理论滋养灵感’的年代,更是理论影响创作的年

代” [23] 。 然而,这种学理性、知识引领式的电影批评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

后,随着以互联网为主要发声渠道的大众批评的崛起,专家批评的“立法者”地位受到了强烈冲击。
具体言之,一方面,因为“审美判断的有效性依赖于它所诞生的‘位所’,权威性是属于这个位所

的” [17] ,而大众文化、商品经济的大行其道,不仅产生了新的权威性位所,还革新了自己的价值判断

标准,所以,传统意义上由美学家、知识分子专家来保障这个位所的权威性,已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

了。 面对混杂的、非美学的、非哲学的权威位所,知识分子逐渐放弃了宏大叙事的野心,被迫接受那

种零散的、不确定的游牧式的现实生活。 如是,曾几何时,只顾追求那种理性话语和阐释深度的专家

批评,不得不因“立法者”身份的丧失而寻求新的话语通道和言说身份。 另一方面,赛博空间本身具

有明显的后现代特征,是一种网状-链式的信息传播空间,强调开放、平等与对话,拒斥等级、中心与

独白。 为了适应新的话语传播环境,专家批评应该调整自我的姿态,摈弃过去那种自说自话、玄奥难

懂的话语风格,由“立法者”转变为“阐释者”。
事实上,“阐释者”与“立法者”是两种相对应的角色隐喻,只不过“阐释者”是一种对典型的后现

代型知识分子话语策略的最佳描述。 齐格蒙·鲍曼认为:“阐释者角色由形成解释性话语的活动构

成,这些解释性话语以某种共同体传统为基础,它的目的就是让形成于此一共同体传统之中的话语,
能够被形成于彼一共同体传统之中的知识系统所理解。” [17]由此,专家批评从“立法者”转变为“阐释

者”,不是为了建构一种新的话语秩序,而是通过与他人积极的对话,以避免交往活动中发生意义层

面的曲解。 事实上,很多进入赛博空间的批评家并未放弃对自我身份的迷恋,他们只是在博客、微
博、微信公众号上贴出自己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过的文章,这种生硬的文本搬运式的写作方式,既表明

批评家试图通过数字媒介来延伸、提高自己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身份,但同时也暴露出他们在写作惯

习上的积重难返。 对于电影批评专家而言,要真正实现由“立法者”到“阐释者”的身份转换,就应该

“顺应数字媒介的特点,改变写作观念与傲慢的姿态,摆脱‘专家’名号的询唤,在民主、互动的氛围

中用诚实、生动的文字与草根群体谈天说地” [16] 。 易言之,电影批评专家要想在开放、自由、互动的

赛博空间谋求一席之位,走出“无人倾听”的困境,不只是简单地完成写作工具的置换,而是要积极主

动地参与到社交群体的话语交流中,创建新的电影批评话语通道。 当然,在批评专家进行身份转换

的过程中,他们依然具备作为知识话语持有者的权威,他们不但把意识形态批评、精神分析批评、结
构主义批评、电影叙事学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等专业性的批评方法移植到赛博空间

的写作中,而且还将赛博空间的虚拟性、开放性、互动性、民间性等文化特质引入电影批评,进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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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转化和吸收,使电影批评能够产生应有的文化效应。

三、话语共谋:专家批评、大众批评的媒介化生存策略

布迪厄认为:“作为包含各种隐而未发的力量和正在活动的力量的空间,场域同时也是一个争夺

的空间,这些争夺旨在维持或变更场域中力量的构型。” [24]易言之,场域中的“占位者”会采取各种行

动策略来保证或者改变他们既得的场域位置,并制定一种维护他们自身利益的等级化原则。 场域中

占支配地位的一方虽然可以通过教育机制的规训、传播让大众熟悉和接受,但也正因为这种熟悉化

而使其变得日趋平庸和保守。 所以,当场域发展到一个既定时刻,就会有新的竞争者出现,而且,他
们会不断向场域的支配者发起挑战,直到把“在合法性的等级关系下被分成等级的所有生产者、产
品、趣味统统打发到过去” [25] 。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数字媒介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新的

文化生产者和批评群体不断涌入电影批评场,这不仅彻底改变了电影批评主体的结构,还使电影批

评场的斗争变得异常复杂。
第一,在数字媒介搭建的“比特城堡”里,电影批评再也不是知识分子、电影从业者的独享之物,

而是逐渐走向大众、走向“民间”,成为广大影迷群体的共享之物。 与纸媒相比,数字媒介赋予了电影

批评前所未有的开放性、迅捷性和互动性。 首先,从批评主体上看,由于赛博空间自身的开放性、虚
拟性、互动性等特点,只要进入赛博空间的“公民”,都享有自由发言权,不受身份等级的限制。 其次,
从批评内容上看,赛博空间的电影批评通常没有特定的选题,所评内容和对象完全取决于批评者自

己的兴趣和关注的焦点,无论是电影作品还是明星奇闻,都可以成为热议的对象。 最后,从批评互动

上看,在纸质媒介上发表的电影评论,由于受到传播机制的诸多限制,其产生的评论效果很难在第一

时间获得反馈和评价,而赛博空间的信息容纳量是不受限的,无论是公共论坛、个人博客,还是个人

微博、微信公众号,读者在阅读影评后可以做出最及时的反馈与评价。 另外,赛博空间的影评书写,
大多是匿名性的,非实名影评人可以卸下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身份标签,以更加本真的状态,直抒胸

臆、针砭时弊。 正因为数字媒介从批评主体、批评内容、批评互动形式等多个层面,营建了一个开放、
自由的电影批评场域,才有大批量的人群涌入,并从根本上改变电影批评主体的结构。

第二,在数字媒介建构的电影批评空间里,专家批评和大众批评为了捍卫各自的场域位置,双方

之间必然会展开激烈的对抗和争斗。 具体而言,专家批评和大众批评之间的矛盾对抗主要呈现为两

种:一种是学院派专家质疑大众批评的“合法性”,认为大众批评是“虚张声势、发泄不良情绪的垃圾

场,夸张、讽刺、谩骂不绝于耳,与评论的公正、说理相差甚远” [26] 。 因为在大部分学院派专家看来,
电影批评是电影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功能是“使影片的美学和艺术内涵可以被更多的观众

所理解和接受” [27] ,所以,从事电影批评既要有深厚的理论根基,还要有良好的思想文化素养。 与之

相反,大众批评则是市场化、商品化的结果,他们大多是电影制作方或发行机构豢养的“御用评论”,
或是由投资方生产的“软广告”评论,缺乏电影批评最基本的学理性和自主性。 另一种是电影从业者

对大众批评置若罔闻或持抵触的态度。 在比较理想的状态下,电影创作和电影批评之间应该是一种

良性的互动关系,电影从业者,特别是电影导演应该把电影批评视为推介自己作品、沟通和征服观众

的有效途径。 但事实上,很多导演与大众影评人之间却是一种“水火不相容”的关系,如冯小刚的

《非诚勿扰 2》上映后,不少影评人斥责电影中的植入广告太多,认为:“一个《让子弹飞》不让广告飞,
一个《非诚勿扰 2》非广告勿扰;一个拼死捍卫艺术,一个轻松笑揽银子;一个真正抱着对观众非诚勿

扰的心态创作、靠着通俗易懂、节奏紧凑、荒诞幽默征服了观众,一个当着观众的面干私活,靠少数媒

体的交口忽悠没心没肺地自卖自夸,以致失去了气场。” [28] 这篇措辞辛辣的批评文章不仅引起冯小

刚与影评人之间的对峙和骂战,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电影从业者对大众影评的不信任和抵触的

态度。
第三,随着电影批评媒介生态环境的改变,专家批评在遭遇尴尬的失语之困后,开始调适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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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策略,逐渐走向赛博广场,与大众批评一起成为新的电影批评话语景观。 新世纪之交,中国电影

批评发生了结构性变革,一方面,与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中前期相比,专家批评开始陷入沉静与

寂寥,具体表现为“要么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要么注重学理标尺,理论色彩过于浓厚,和创作现实产

生隔离” [29] ;另一方面,随着电脑、手机等数字媒介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大众影迷以论坛、跟帖、博客、
微博、微信等方式传播他们的批评声音,为电影批评打开了一个新的话语空间。 不仅如此,这种发展

格局还给以报纸杂志为主要话语阵地的专家批评形成了一种倒逼态势,他们为了维护自身在电影批

评场域中的位置,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进入赛博广场,以新的话语姿态与大众批评交流、对话,甚至

部分学院派知识分子、电影从业者也以影评人的身份自居,并与大众影评人之间结成了话语同盟。
总之,在赛博空间里,影评人的身份比较复杂,既有大众影迷,也有媒体从业人员和学院派知识分子。
特别是学院派知识分子这种“双面”身份,不但是电影批评载体转换以及电影批评空间位移的结果,
更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影响、转化与创造使然。 所以,面对因数字媒介技术飞速发

展而出现的社会文化转型,以学院派知识分子、电影从业者为主体的专家不得不在两难中做出选择,
他们必然通过调整自己的身份角色和话语策略以适应电影批评的新发展。 换言之,也就是学院派知

识分子想要使自己的批评话语具有社会关联性,“并对电影创作产生影响,那么他 /她首先要调整的

恐怕是从一个评判型、指导型乃至启蒙型的‘人文知识分子’向一个普通影迷和大众型影评人的转

型” [30] 。
统而言之,数字媒介不仅从物质形态上改变着电影批评的写作惯习,也给电影批评主体的身份

建构和话语策略带来了巨大影响。 在数字媒介构建的赛博空间里,电影批评主体的身份失去了稳定

性,那些曾经居于电影批评场域高位的专家学者,逐渐放弃自己的“立法者”身份,开始尝试“数字

化”的写作方式,与大众影评人进行新一轮的话语权争夺。 但实际上,数字媒介对电影批评主体的影

响更多表现在言语行为层面,因为数字媒介交流搅乱了电影批评主体与电影批评文本以及读者之间

的关系,并以极为新颖的形式重构着它们之间的关系。 所以,无论是专家批评还是大众批评,他们都

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话语策略,从身份对抗走向话语共谋,以适应“数字化”生存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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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Identity Confrontation to Discourse Complicity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Media on the Subject Construction

and Discourse Strategy of Film Criticism

Zhou Xu(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Abstract:Digital media doesn􀆳t only provide a new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and writing mode for
film criticism,but also brings great changes to the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speech style of film criticism sub-
ject. On the one hand,the anonymous writing in cyberspace endows the public film critics with unprecedented
right of speech,which makes the film criticism truly enter the age of the clamor of voices. On the other hand,
in order to defend their discourse rights,experts and scholars who once held a high position in the field of
film criticism have to give up their status as legislators and start to try the writing of film criticism in the form
of digital media. If so,both expert criticism and mass criticism need to re-examine their critical positions and
discourse strategies,change from identity confrontation to discourse collusion,so as to satisfy the needs of the
survival of digital media.

Key Words:digital media;film criticism;the subject of criticism;identity construction;discourse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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